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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基於民族誌和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對少數民族鄉村社會與

大眾傳媒的互動進行研究。其中，重點分析了「媒介化社會」的背景

下，大眾傳媒對鄉村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等帶來的影響。文章認為，

在此研究領域中，應該將媒介還原到其存在及發揮影響作用的基本背

景中，並注意在複雜的社會網絡運行和構成中，媒介力量也和社會生

活、經濟運行、文化影響等其他邏輯一樣，同樣發揮着重要的影響作

用。可以說，本文的研究是對民族傳播研究領域的一次新的理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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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of rural society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mass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ethnography and case studie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hat how mass media influences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structure of the rural society. This paper argues media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basic context in which it exists and fun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process of the complex social networks, the power of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other powers, such as social life, economic operation 

and cultural influence. This paper is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ethnic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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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何以展開

傳媒與少數民族研究概述
在關於少數民族的相關研究中，既有從宏觀層面對少數民族文化

傳承或其社會整體發展、變遷進行的闡釋和研究，也有在立足於微觀

社區的基礎上，探析某個具體民族或某類專門性問題對社區帶來的影

響和形成的衝擊。相較不同的研究進路，將少數民族文化和發展置於

其生存的基本社會空間——村寨的研究較為普遍。這一方面是因為就

我國目前的社會狀況而言，「村寨」有其獨特的社會、政治、經濟、宗

教、習俗、教育等情境與特質，在這樣的微觀層面上展開研究比較容

易把握迥異於國家「大傳統」的「小傳統」；另一方面，伴隨着社會急劇

的變動，少數民族村寨並非獨立於大的國家和社會背景而存在，對它

們的觀察，實則也是洞悉當今中國社區或地方文化變遷的一種重要途

徑。該領域研究成果較為顯著：

一是從較宏觀的社會變遷及轉型的層面上來考察少數民族村寨文

化。這些研究尤其關注從19世紀中葉開始，整個中國社會進入世界經

濟體系的構築過程之中，中國少數民族村寨文化的邊緣性如何進入全

面加速和變化的階段。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少數民族村寨的變遷更

是一場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的社會變革。二是從微觀層

面分析，主要涉及到了少數民族村寨經濟發展和轉型的問題、旅遊發

展、教育、傳統習俗變遷等多個論題。如有學者（陳慶德，2004）關注

少數民族村寨在其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它們在市場參與中所處的邊緣

性地位的基本事實。有學者（羅永常，2006）將興趣轉向文化轉型和社

會變遷過程中民族村寨旅遊開發的問題，認為民族村寨旅遊開發肩負

着脫貧致富與民族傳統文化傳承的雙重使命。無疑，這些討論是頗有

深度和價值的。

但是，不可否認，在人類學或是社會學的這些研究領域中，較少

能看到專辟話題對大眾傳媒展開的討論，雖然也會有學者對傳媒在少

數民族村寨社會、文化變遷中的影響略有涉及，但基本上更多像是信

息的匯總和整理，至多也只是作為村落研究中一種基本性的背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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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相較之下，倒是一些從事傳播學和傳媒研究的學者試圖探究傳媒

對少數民族文化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少數民族社區如何在社會變遷中

尋求新的文化發展之路等問題。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該領域目前

的研究現狀可以大致歸為以下幾類：

一是關注媒介影響下的鄉村社會發展與傳播的問題，此類研究多

從宏觀層面分析。早在20世紀50、60年代，一些美國學者在發展傳播

學的領域有所斬獲，代表性的研究如1958年勒納《傳統社會的消失：中

東的現代化》，其中他特別強調了傳播形態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和傳

媒對人的現代化的作用；1969年羅傑斯《農民的現代化：傳播的影

響》，他發現媒介接觸頻度和農民的觀念現代化成正相關關係。就我國

的情況來看，近年來傳播和鄉村社會發展也成為國內學者關注的領

域。如雲南省省院省校合作項目傳播與民族發展「雲南少數民族地區信

息傳播與社會發展關係研究」（張宇丹，2000）、姚君喜（2005）《甘肅大

眾傳播與社會發展報告》等，這些研究或者採用抽樣調查等質性研究的

方式，或者站在較為宏觀的層面從媒介對鄉村社會的影響力等問題展

開調查和分析，其核心在於了解農村和民族地區媒介的發展現狀，進

而探討大眾傳播如何促進人的觀念的現代化、如何改變當地文化等問

題上。

二是關注現代傳媒對少數民族文化變遷的影響。此類研究聚焦於

現代傳媒影響下的民族文化傳承方式的改變、不同文化之間相互交融

滲透、民族文化新的發展變化等問題上。可以說，這類研究是目前傳

媒與少數民族的相關研究中最為集中，成果也最為豐富的。如有學者

（譚華，2007）關注現代傳媒如何通過傳播多樣的異質文化從而在村落

中建構起一種多元的文化格局。有學者（張瑞倩，2009）發現大眾媒介

在充當着少數民族社區中「文化修補」的工具，通過記錄和再現使得當

地傳統文化得以存續。這些研究者大多採用了相似的研究路徑和調查

方法，即將研究對象放置於特定的少數民族社區和微觀的社會生活中

來進行考察，試圖探尋大眾傳媒與民族文化多元和複雜的文化互動、

形象重構甚至社會轉型等問題。

三是關注現代傳媒與民族鄉村日常生活的互動。此類研究多從微

觀的層面考察具體場域中民族社區和日常生活的變遷。相較之前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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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來說，研究者自覺借用了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的研

究方法和理論資源。在這種取向之下，該研究思路體現出對「媒介」和

「傳播」重新的理解和闡釋。如美國學者詹姆斯．W．凱瑞在《作為文化

的傳播》裏，將「傳播」理解為一種「文化儀式」，從而展示出他和傳統

媒介研究者迥異的理論視野和學術模式。國內學者郭建斌（2005）以中

國西南的一個少數民族社區作為研究個案，借用布迪厄的「象徵資本」

概念，追問「象徵資本」對鄉村社會關係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等問題。吳

飛（2007）將傳播看作一個網狀模式，提出對一個社區「傳播網絡」的關

注，有利於把握社區的運作機制。孫信茹（2011）以一個哈尼族村寨為

例，試圖闡釋手機使用者生活語境的複雜性和差異性，使得手機媒體

在村落中呈現出不同的社會活動及文化表現。應該說，該研究方向不

論在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較鮮明的特徵。

當然，這些研究和專注於自身領域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者不

同，這類學者力圖從傳播學和媒介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自覺運用人類

學研究方法，尤其是田野調查和民族誌的研究方式對傳媒與少數民族之

間的互動和關聯展開分析。這樣的研究思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觀察少

數民族社會和文化變遷全新的視角。就其研究特點來看，這些研究大

多以個案的方式呈現出來，很多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對不同少數民族田野

資料的收集和考察之上。雖說不同的個案研究提供了可資參考借鑒的

田野資料和一定的理論分析，但有時這樣的思路也會讓研究者產生進一

步的思考，比如：此個案與彼個案之間的差異何在？我們能否在不同個

案之間尋找到關聯，從而建立起關於少數民族文化或更具體而言少數民

族村寨與傳媒研究的某種理論框架？是否可以在個案的基礎上在進行延

伸性的研究和分析，從而獲得更多的理論思考和分析？

「媒介化社會」的研究語境

我們在觀察相關學者工作和研究者本人從事多年此類研究的基礎

上，不妨可以思考這樣一些基本問題：我們在甚麼樣的語境之下展開

研究？是否能夠建立一些基本的分析概念？這類研究如何更深入地展

開？如何在該領域的探尋中形成傳媒研究者獨立的立場等。



139

經驗表述與理論探尋

由此，我們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應該建立怎樣的研究語境？

對於傳媒研究者來說，首先應該看到我們今天在做少數民族與傳

媒研究時一個不容迴避的語境就是「媒介化社會」。儘管在一般意義

上，我們說的少數民族村寨不論從其存在的地理區域，還是其社會發

展狀況等方面，顯然都處於較為弱勢的狀態，但是儘管如此，它們也

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到了媒介化社會的影響之中。從1998年開始，中國

內地開始啟動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到2011年末，中國內地廣播、電

視人口綜合覆蓋率分別達到97.06%和97.82%。廣播節目套數2,590

套，有線電視用戶數達到20,264萬戶，數字電視用戶達到農村中央廣

播電視節目無線覆蓋工程，使中央第一套廣播節目和中央第一套電視

節目全國人口無線覆蓋率達到85%和85%，中央第七套電視節目全國

人口無線覆蓋率達到69%，覆蓋人口分別為11億、11億、9億。 1以筆

者調查多年且少數民族較為集中的雲南來說，2011年，農村廣播覆蓋

率到95.69%，電視覆蓋率為96.72%。2 
2012年7月19日，中國互聯網

絡信息中心發佈第3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
2012年6月底，我國農村網民規模達到1.46億，其中60.4%的農村網民

使用手機上網。3無論是從國家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來看，還是從筆者

的一些田野調查點觀察所得，不難看到，在絕大多數少數民族的聚居

區，村民們對現代傳媒的認知、使用和熟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並不亞

於城市人。因此，「媒介化社會」是我們進行此類研究首先要面對的一

個基本背景。

「媒介化社會」作為研究者對當今時代特徵的一個重要表述，無論

是早年的傳播學者李普曼用「腦海圖景」對身處媒介影響之下的世界進

行的描繪，還是如有的學者提到的人們對現實社會的感知越來越依憑

於傳播媒介的論斷，都能看到，學者們顯然關注到了當今社會中媒介

與社會兩者之間的關係及互動。由此，有學者提出「媒介化的社會」

（socialization of the media）和「社會的媒介化」（mediation of the society）

（黃成炬，2007：64）的概念。前者力圖說明當代社會中大眾傳播媒介

作為特定社會組織的社會特徵越來越明顯；後者則指明當代社會中個

人和公眾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正越來越緊密地與大眾傳媒聯繫起

來並通過大眾傳播來實現（黃成炬，2007：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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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沒有大眾傳媒和傳播活動介入的社會生活已無法想像，

對社會與傳媒關係的描述已然離不開「媒介化社會」的基本背景。由於

傳媒和傳播活動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廣泛滲入，人們不僅對傳媒的依

賴程度加深，而且很多社會事務的處理、群體或個體權利的爭取和發

聲、文化資源的轉換與博弈等都必須要借助一定的傳媒，並輔之以相

應的傳播活動才能完成。從這個意義上說，「媒介化社會」或許不算是

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分析概念，卻更如一個研究現代社會時就必然要面

對的基本背景和分析語境。進一步說，「媒介化社會」的具體語境提醒

人們，關注社會群體或個人的社會結構變動、經濟生活發展、文化差

異及變遷等問題時應該把媒介及其傳播活動納入到考量的範疇之內。

可是，我們對於「媒介化社會」的語境還不能僅僅滿足於一種「背景

性」存在的理解。媒介化社會之所以重要，還不僅指它作為一種「背景」

的存在，其「表明的還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孫少晶，2011：3）。有國

外研究者提出「媒介化是一個延伸（extension）、替代（substitution）、聚

合（amalgamation）、接納（accommodation）的過程，（那麼）這個過程帶

來的是傳播媒介和社會的變化」（孫少晶，2011：3）。我們不能僅僅滿

足於將少數民族社區存在的媒介化背景理解為媒介的進入、浸潤，也

不能僅僅停留於媒介對其逐漸發揮出的若干影響，而應該看到媒介介

入到當地社區之後，對當地人的生活、習俗、傳統乃至社會發展所帶

來的整體性影響和社會結構性的轉變。

進而言之，這樣的視角也意味着在媒介化社會的背景下研究民族

傳播時，我們要將傳統的民族文化和村寨生活研究納入到一種全新的

「媒介邏輯」的思考框架當中。當然，這種「媒介邏輯」並不是一個新穎

的概念，早在上世紀70年代，Altheide和Snow就對此有詳細的論述。

作為最早探索媒介邏輯的學者，他們提出媒介邏輯是「確認媒介文化和

新聞生產標準的一個重要窗口，也是描述和解讀社會發展變化的重要

思考路徑」（孫少晶，2011：4）。這種「媒介邏輯」的採用，並不是承認

媒介對事物和社會的影響是唯一因素，而是認為媒介是社會發展和變

遷中很重要的一種要素。「一個社會活動體是生存在多種邏輯形式（包

括社會生活邏輯、經濟邏輯等）運行的複雜網絡中。這多種邏輯力量互

相影響，形成一個複雜的場域（field）。但是，不容否認的是，媒介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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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是一股日益凸顯的隱性力量，其滲透性、持久性、隱蔽性、複雜性

甚至變異性，讓我們不能忽略它在現代社會發生的重要作用」（孫少

晶，2011：5）。事實上，將社會視為一個複雜的整體性存在，在庫利

的研究中早有體現。他認為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是由「形式或過程構成

的複合體，其中每個形式或過程都在與其他形式或過程的互動過程中

生存和成長。這些形式或過程一起結合為一個非常緊密的整體，在這

個整體中一個部分發生的變化將會對所有其他部分產生影響」（庫利，
1999：21）。毫無疑問，媒介和傳播是社會整體性構成和社會變動中重

要的組成要素和構成部分。對於傳媒與整個社會系統的互構，就連一

些人類學家也坦言不諱，美國人類學家赫茲菲爾德（2005：324）提醒我

們說，從人類學角度而言，大眾傳媒的重要性愈來愈不容置疑。他認

為，傳媒在很大程度上是隨着日常經歷的發展而延續的，它們塑造了

日常經歷，也反過來被日常經歷所闡釋。建立於這樣的研究語境和分

析思路之下，為我們思考和展開傳媒與少數民族相關研究提供了一種

新的空間和可能性的理論進路。

建立甚麼樣的分析概念

當我們確立了研究中的基本語境之後，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如何

採用一系列與之相關的概念展開具體的研究和分析。這樣，和媒介化

社會相關的概念首先表現為「媒介化」。何為「媒介化」？當然我們也可

以理解為「中介性」。「中介」意味着一種事物與其他事物、一個人與他

人要建立起某種關聯時就必須要借助的手段。如此來看，「任何事物都

處於被中介的關係之中（everything is mediated）」（孫少晶，2011：3）。

「中介性」這個概念的重要性在於，如果媒介不具有這種中介的屬性，

那麼媒介化的過程便不可能完成。「媒介化不是一個常規意義上的簡單

過程，它更是一個元過程（meta-process），可以作為描述和解釋經濟、

社會、文化維度以及實際變化的基石。」（孫少晶，2011：6）

我們認為，「中介化」的概念並非簡單強調媒介在人與社會關係中

的「介質」、「中介」的「橋梁」作用，而是突出媒介和傳播在社會各個層

面和結構中所「引發」的關係的變動。如果從這樣的層面上看，「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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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概念不只是具體傳播活動中微觀的從「一方」到達「另一方」的過

程，而是立足於媒介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發生的關聯

和互動的分析。因此，在這個基點上展開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值得我們

去借鑒。無論是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還是波茲曼去思考「技術壟斷

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於技藝和技術的統治」（波茲曼，
2007：52）；也或是賽倫．麥克萊看到的：「傳媒充斥在我們生活的每

個角落，大眾傳媒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文化中心」（賽倫．麥克萊，
2005：6）。從這些表述中，都能夠看出媒介是如何深入並持續對人們

的日常生活發生着影響的。如果我們說這一切的發生都以「媒介」為核

心，那麼，媒介在這裏發揮出來的即是一種中介化的作用。

誠然，在當今社會的各種場景中，「中介化」都是談及媒介和社會

文化發展必然都要面對的問題。但是，大多數研究者並未針對十分具

體的社會「場景」或「情境」來展開分析，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之下，「媒

介化」或「中介化」是否會對它們產生不同的影響？產生不同影響的深層

原因是甚麼？這樣，到了鄉村社會生活中，我們除了關注一般意義上

媒介對人所帶來的影響之外，更要把這種關注置於鄉村社會的生活邏

輯和社會脈絡之中。如長期做農村研究的賀雪峰認為，研究中國農村

非均衡性的關鍵在於「理解一個農村地區的內部結構及其歷史演變，只

有深入解剖村莊本身的運作和理解村莊結構，才能建立起對於理解中

國農村政策實踐區域差異有益的田野經驗」（賀雪峰，2005）。

正是在這點上，「深入村莊本身的運作」和「村莊結構」成為我們面

對鄉村做研究時必須要採取的視角。而在傳媒與少數民族社區研究的

過程中，這還不僅僅體現為一種「視角」，還可以成為研究者採取的基

本概念。或許這個基本概念的表述有所不同，但顯然很多研究者都開

始意識到了它的重要性：「我們過去理解傳播，往往是孤立思維，停留

在傳播學層面做自我解析，這令傳播學長久以來較少借用社會學理

論。而實際上傳播作為微觀現象或中觀過程可與宏觀社會情境相扣，

實現文本性（textuality）和情境域（contextuality）的結合。所以傳播不僅

是傳播本身，更是社會機構和現代性的制度性維度之一，並且是極為

重要的維度，可以調節其他維度乃至整個現代性的構成與轉變。」（馬

傑偉、張瀟瀟，2011：109–110）放到具體的少數民族研究中，如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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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研究少數民族村民和手機使用時認為：「傳媒被賦予的多重意義以

及人們對傳媒的使用方式、使用目的、使用後的影響等差異，並不僅

僅取決於媒介的獨有特性和使用者的主體性，而且還取決於媒體使用

的社會結構、文化差異等具體的語境」（孫信茹，2011）。還有學者認為

傳媒與鄉村社會的研究「不僅僅是單純的媒介與個人、社區的因果關係

研究，而要涉及更多的社會環境因素，需借用更多的社會學理論、概

念來分析、解釋、論述」（郭建斌，2003）。

儘管表述有所不同，但這些研究視角無疑展示了研究者將鄉村社

會邏輯和生存脈絡自覺地引入到了傳媒與鄉村社會的研究之中。在已

有的理論成果中，不乏有對鄉村社會邏輯做出的概念性概況，如「生活

慣例」（吉登斯，1998：8）、「生活方式」（王銘銘，2005：170）、「文化

網絡」（杜贊奇，1996：13）等。這些概念或者強調鄉村社會生活的思

想和文化基礎，或者將鄉村生活看作一種實存的方式，甚或將鄉村看

作是權力運作的組織類型。對於在村落視野中研究傳媒的學者來說，

這些概念給我們的啟發是極大的。可是，這些概念多從社會學或人類

學的角度進行總括，無論是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內涵，還是概念所涉及

的研究範疇，都有自身獨特的要求與表述。如果從傳播研究的立場出

發，提出和建立適合自己學科領域內的分析概念也是很有必要的。我

們可以用「日常語態」作為分析展開的一個基本概念。「日常語態」的概

念意味着研究者進入到少數民族村寨和社區中，深度挖掘其生存的具

體時空和運作肌理，由此，研究者更易對人們使用傳媒、認知傳媒、

觀念變化、文化變遷等問題做作出清晰地回應。

具體來說，「日常語態」的概念包含了至少三種基本的意涵。一是空

間上的「日常語態」。我們經常所講的進入一個鄉村，必須要對其所處的

行政隸屬關係、區位、自然環境、人口、民族、村落內部結構（如家

族、公共場所、村中道路等），村落外部結構（如山林、河流等）、社

會、經濟等等情況做全面的調查和了解，即做空間層面「日常語態」的

調查。比較起來，這類調查中的社會和經濟狀況是比較複雜的內容。如

社會層面的調查就必須要了解到婚姻家庭、家族、氏族、親屬制度、社

會組織、社會分層、社會流動、民族關係和社會控制等；經濟層面的調

查必須了解村民經濟來源、經濟產業的構成、家庭支出和消費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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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時間上的「日常語態」。村落的歷史、政治、經濟和文化從來

都是歷史性存在和發展的產物。「以當代中國鄉村研究為例，以民族誌

呈現個案經驗時，如果撇開對歷史的考察（哪怕是極為簡單的），許多

經驗將變得無法理解」（譚同學，2009）。所謂時間上的「日常語態」即

着重將村落的發展置於社會歷史的背景之下來做了解，如村落發生的

不同歷史階段的特點、變遷、社會轉型、文化要素的轉變等等。

三是文化象徵意義上的「日常語態」。村落不僅僅是當地人活動和

生活的場景，同時也是文化的載體。進入一個村落，理解當地節慶、

人生禮儀、宗教信仰、生活習俗、民間藝術等，這些節點，往往蘊藏

了民族文化主體對自我文化的經驗、知識和記憶，了解它們從而有助

於我們把握村落和民族的精神內核與文化表徵。「對於一個天才的研究

者來說，描述一種文化各部分之間的內在關聯並非難事，但是，他提

供的模式仍然是認知性的。即使獲得了這種關聯，也不能獲得一種對

該文化令人滿意的印象，我們不知道這種文化的成員是如何相互『經

驗』其文化的。情感、意志與思想一樣，也構成了文化結構的一部分，

即文化經驗，它既包括個體的文化經驗，更主要的是指其成員集體的

經驗，這主要體現在神話、藝術、象徵與慶典當中」（王傑文，2011）。

因此，對儀式和象徵性活動的觀察，不止於把握它們的基本形式，而

是通過這些節點尋找到關於該社會潜藏着的、本質的意義所在。而唯

有把握了這種「本質」和「意義」，也才能讓我們更深入地透析當地人如

何使用媒介、如何解讀信息、如何與傳媒互動等信息。

如果說，「日常語態」把觀察視野更多放置於時間和空間交織之下

的村落內部，那麼，我們說，任何一個村落和社區都不可能是個體性

的獨立存在，它必然要和社會各個方面發生或多或少的互動、因此，

除了把握村落內部的「日常語態」之外，注意村落和外部世界的聯繫，

也成為我們進行村寨研究時要關注的面向。如弗里德曼、施堅雅等人

秉承的微觀社區研究的傳統方法，儘管在特定的社區內做研究，但「必

須要在空間的視野和時間的縱深上加以突破，也就是說，不但要關注

村落社會的『縱向的歷史』，還要關注村落社會以外的空間」（劉朝輝，
2005）。事實上，在關於村落社會的研究中，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

有很多研究者開始運用「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劉朝輝，2005）。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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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分析焦點或主線，「在於審視一個小村莊是如何同大國家聯繫起來

的」（劉朝輝，2005）。

同樣，對於研究媒介化社會背景下的少數民族村寨文化來說，這

種跨越村落空間的大視野顯得尤為重要。如有學者提出，要尋找到研

究中國農村和其他經濟社會落後地區傳播事業發展規律的新的、有用

的分析工具和分析的框架，最重要的就在於關注大眾傳播媒介存在的

「社會基礎」（段京肅、段雪雯，2011）。按照這種看法，對經濟落後農

村地區而言，社會基礎的顯性表現是「一種狀況、兩種素質、三種關

係」的綜合指標。「一種狀況」指特定時期內農民的基本經濟生活狀況；

「兩種素質」指農民的基本文化素質和科學素質；「三種關係」指「由於各

種因素所促成的發生於農民之間、農民與各種社會階層之間以及農民

與國家之間特定的聯接關係。」（段京肅、段雪雯，2011）這樣的觀點給

我們很大的啟發。「一種狀況」、「兩種素質」和我們提到的「日常語態」

有不少重叠的地方，而「三種關係」則展現出一個村落與外部國家、社

會各種力量互動的動態性過程。即便是遙遠的鄉村，在國家和社會歷

次的重大變化和階段性發展過程中也不能獨立於外。尤其是在媒介化

社會的影響之下，這種「身處其中」之感只會變得愈加強烈和迅速。因

此，我們在關注村落「日常語態」的同時，還應該把握住村落與外部世

界的廣泛聯繫，尤其是國家政策、體制變動和經濟轉型等外部因素對

社區生活造成的影響。這就要求我們的研究要有「從村落看村外」和「從

村外看村落」（劉朝輝，2005）的「超越鄉土」學術視野。

「超越鄉土」這個概念又具體化為三個層面的內涵。其一，超越鄉

土的「個人」。鄉土社會向外的擴展和社會文化的轉型與改變，說到

底，對於生活於其中的個體影響最大。個體在面對越來越被納入到一

種共同文化的現實時，媒介重新定義着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和想像，也

在重新書寫着個人存在的價值和歷史。少數民族村寨中的個體和大都

市中的個人一樣，也在經歷着現代主義的無序和碎片化帶來的影響，

現代性的含混與失序也會重構着鄉土社會中人們的觀念和文化。其

二，超越鄉土的民族或「族群」。少數民族村寨總是由某個民族或某些

族群構成的，這就必然涉及到不同族群之間觀念和異質文化的互動。

媒介化社會中的少數民族村寨民眾必然也會被捲入到不同民族文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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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交流、融合等過程中。其三，超越鄉土的「國家」。少數民族村寨

作為國家行政組織中最為基礎性的組織，其存在必然是在一國政治、

經濟、文化全面的發展和影響之下展開的。因此，「國家」層面構成了少

數民族村寨研究中最為宏觀同時又是極不能忽視的一個層面。國家政策

的調整、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文化主導意識層面的變化，地方和國家

存在的巨大張力，各種衝突和矛盾都會在這些具體的村寨中出現。

具體如何展開

建立研究的理論前提、基本概念和框架之後，接下來的一個問題

便是「如何展開具體研究」？換言之，我們為何要在具體的村寨當中做

研究。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最新統計數字，目前我國11,379餘萬少數民

族群體佔全國總人口的8.49%，絕大部分生活於西南、西北、東北等區

域的高原、山地與丘陵地帶，並集中分佈於全國各民族鄉、鎮的
11,763個村民委員會之下的各村寨。4顯然，少數民族村寨是目前他們

基本的生存和活動空間。傳媒對少數民族文化影響畢竟是一個宏觀和

涉及面極寬泛的問題，因此，落脚在具體的「村寨」上使研究具有了實

際的操作性和深入探討的可能性。

對於民族傳播研究來說，重點要探析媒介化的社會背景下，少數

民族村寨生活和文化存在怎樣的日常語態、如何「超越鄉土」等問題，

從而在此框架內觀察少數民族文化和現代傳媒及傳播的關聯與互動，

並探討其文化變遷或轉型等問題。這樣的研究不僅需要做深入地理論

探討，而且相關理論的分析和建構必須是建立在大量的實證調查的基

礎上。因此，選擇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田野點展開研究就顯得尤

為重要。以我們的研究為例，在選擇田野考察點時我們考慮了以下基

本條件：一，該民族的村寨文化處於急劇變遷之中；二，該村寨有現

代傳媒的進入和影響；三，該村寨是典型的少數民族村寨，具有較為

完整的少數民族村寨文化體系；四，能夠保證調查者調查的順利展

開；五，選擇四個村寨可為後續的研究提供比較的基礎。

基於以上的條件，以我們選擇的4個雲南的少數民族村寨為例：紅

河州元陽箐口哈尼族村，哈尼文化保存較為完整。該村在2000年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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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為元陽縣民俗旅遊文化村後，村寨受到外來文化、信息等各方面

的影響較大，村寨文化正處於急劇變遷之中；怒江州蘭坪大羊普米族

村，該村為全國較為集中的普米族聚居村落，經濟較為落後。但難能

可貴的是，當地有一批普米青年具有較強的文化自覺意識，近年來不

斷挖掘自身民族文化，其中也不乏一些積極使用手機媒體和互聯網的

做法；大理州劍川石龍白族村，該村作為極富盛名的白族民間歌舞之

鄉，既有傳統的白族文化，且村民善用現代傳媒；德宏州瑞麗大等喊

傣族村，該村為當地聚居傣族人數最多的村寨，保留着較為完整的傣

族建築和文化。該村寨旅遊開發較早，又加之村落具有跨境（村寨挨近

中國和緬甸的邊境線）的特點，使得當地的文化和信息傳播呈現出和其

他地方較大的差異。

這四個點都處於雲南，按照有學者的觀點：「雲南農民社區一向被

人類學前輩視為『最佳文化實驗室』。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雲南『就人

文組成（human make-up）來說，在全中國是最多樣的地區』」（朱曉陽，
2003：33）。更有學者認為這種文化多樣性一定程度上是由雲南的地理

造成的，「在這些偏僻的地帶即使有相類似文化背景的漢族也由於地理

和經濟條件的差別而遵循相對獨立的發展途徑。……這個地區的漢族

農民比中國其他地方的農民更受傳統文化制約。因此選擇研究雲南村

落是了解文化變遷過程的一個好機會」（朱曉陽，2003：33）。儘管這番

論述主要是針對雲南漢族社區展開的，但是，這對分析生活環境迥

異、文化差異較大的雲南少數民族社區來說也是同樣適用的。當然，

選擇這四個田野點，並非就是說這四個點就能囊括所有少數民族村寨

的特性。但至少，這四個點分別代表了四種處於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

和社會發展階段的文化，同時，它們在現代媒介對村落造成的衝擊和

形成的影響方面有着很多相似點。因此，對它們展開的個案研究，既

能探析作為個體的村寨在傳媒影響之下發生的獨特而鮮活的故事，同

時，又可給民族傳播研究提供相似的經驗和分析模式。

確定調查村寨之後，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

法成為重要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論上，它與統計分析具有對照性意

義……在從特殊性到普遍性、從微觀到宏觀的分析鏈條中，個案如果

要取得與統計分析相當的、甚至於更接近於普遍性和宏觀且具有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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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論據，就必須在經驗的質的分析方面多下功夫。正是在質性的複

雜性、微妙性和歷史性方面佔優勢，個案的深入性才具有自己的獨特

的長處。由是，深入調查成了增強個案研究說服力的不二法門」（譚同

學，2009）。對於傳媒研究者來說，採用和格爾茨一樣的「深描」精神成

為勢所必然。格爾茨正是在闡述巴厘人鬥雞遊戲的過程中，揭示巴厘

社會中的關於社會秩序、男子漢氣概的炫耀性的「深層遊戲」。譬如，

在筆者對蘭坪大羊普米村寨的調查中，發現村民時常有把手機當作禮

物交換的做法，大約有70%的手機用戶都有互相交換手機的經歷，有

的年輕人通過這種方式，短短兩三年時間，手機就可能用過20、30多

個。而且，這種交換並不是隨意發生的，往往只是發生在親屬、比較

要好的朋友以及關係較為親密的同輩人之間。又如，在筆者調查的德

宏大等喊傣族村寨裏，照片的拍攝、收集、在客廳裏懸掛照片成了每

戶家庭都有的活動。家庭照片不僅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儀式的見證者

和記錄者，照片的存在，成為理解當地傣族人個體記憶、社會記憶、

身份認同，以及家庭成員的自我認知等問題的重要媒介。

可見，當我們要對這些材料做進一步的闡釋時，對該社區充分和

深入地了解就成了闡釋的基礎。可以說，沒有了解大羊普米族村民們

依然固守着的鄉土社會交往邏輯和人情面子的基本背景，那麼，就無

法說明為甚麼對於城市人來說原本屬於更多私人性使用物品的手機，

在這個鄉村卻能夠以如此流通和交換的方式出現。如果說普米村民們

交換手機是為了互嘗新鮮的話，倒還不如說在普米村民中交換的是「關

係」。我們同樣還看到，如果不是大等喊傣族人對佛教如此虔誠的信

仰；如果不是綿延數公里和緬甸的一衣帶水，那麼，我們就無法理解

為甚麼在傣族人的家庭照片中到處充滿了對佛的敬仰，處處都流露和

邊境民族的交流交融。唯有深入到當地人的「日常語態」之中，把握當

地人的生存邏輯，才能真正去理解當地人日常社會、文化生活與傳媒

之間發生的互動與關聯。

和純粹人類學的研究不同，我們的切入點在於媒介和傳播，因

此，把握媒介在場和村寨文化轉型之間的關聯成為我們研究的重點。

具體來說，這樣的分析可以大致從三個層次入手：一是媒介和村落個

體之間的互動。媒介的接觸和使用首先還是從每個獨立的個體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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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我們進入一個村落時，發現那些村落中最早使用媒介、善於

使用媒介的個人並將他們作為調查重點，就成為研究者應該首先關注

的節點。二是媒介和村落公共空間生活之間的互動。而在這個過程

中，去發掘鄉村社會的「日常語態」，深入剖析這些「日常語態」是如何

與傳媒進行深入的互動，從而影響到村落整體社會秩序、公共活動方

式等問題。例如，傳媒與村落的社會文化網絡之間的關聯、傳媒對村

落公共活動（村民大會、村落集體活動等）的滲透等。值得一提的是，

在「日常語態」中把握村寨傳媒與傳播的內容時，也要求研究者對於「傳

播」有新的認知和理解，尤其關注傳播也是一種「意義共享的文化」這一

重新的理解。三是媒介和村落神聖空間（或文化空間）之間的互動。對

於少數民族村寨文化系統來講，村落中人們的祭祀、婚姻、葬禮等活

動不只是單個人或單個家庭的活動，這些活動串聯起的往往是宗族，

乃至整個社區的共同性活動。而在這些神聖的儀式活動中，完整的儀

式流程和活動能夠幫助研究者深入到當地的文化內核之中。而現代社

會的傳媒影響，使得這種神聖空間的變化也概莫能外。

在觀察這幾個不同層次的互動之中，把握三種力量在村落中的關

係也十分關鍵，即個人、民族、國家。在傳媒和傳播影響下重新書寫

的少數民族村寨「畫面」中，個人的感悟和體驗大相徑庭，族群的認同

和文化的力量隨時隨地發生作用，而國家作為來自外部的強勢的影響

要素也無時不刻在具體的村寨中得到回應。因此，這三個層面展現出

的是一個微觀—中觀—宏觀的不同分析邏輯。對這些不同層面和分析

邏輯較為全面的把握，能夠讓我們對民族傳播研究的理解更加深入和

立體。

形成怎樣的理論進路

時至今日，沒有誰能夠否認傳媒對現代社會帶來的全方位的影

響。傳媒的影響，開始提醒任何一個領域的人文社會學者都必須要對

它給予足夠的重視。

在這樣的基點上，民族傳播的相關研究首先提醒研究者必須要重

視「媒介在場」。這種「媒介在場」，既是對當今社會，傳媒廣泛滲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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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各個角落這一「媒介化社會」現實的回應；同時，它也是一種做傳

媒與社會研究時必須要具備的研究思路和理論視野。尤其對於後者而

言，隨着研究話題討論的深入，研究者也應該注意到，「我們不要只把

媒介理解為影響之源，它既不是簡單的有益，也不只是有害。我們應

該把電視嵌入日常生活的多重話語中。我們需要知道，這些話語是甚

麼，它們之間是怎樣互為界定的，它們是如何編織在一起，以及最關

鍵的，它們是如何依據相互之間的影響而區分開來的」（西爾弗斯通，
2001：2）。儘管西爾弗斯通主要分析的是電視媒介，但「多重話語」對

於「媒介在場」的啟發也是極有價值的：研究者不僅要注意到媒介在具

體環境中的出現和影響，當地人是如何使用和理解媒介；更要看到媒

介是一種實踐活動，同時也是控制手段，特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

化甚至生存環境等多元話語是媒介展開實踐活動的基本背景。「媒介在

場」強調，做民族傳播的研究時首先應該將媒介還原到其存在及發揮影

響作用的基本背景之中。

在摸清了媒介如何「在場」、有哪些「在場」等基本情況之後，「媒介

邏輯」的引入成為我們研究時的第二個理論進路。正如前面分析過的，

「媒介邏輯」強調在複雜的社會網絡運行和構成中，媒介力量和社會生

活、經濟運行、文化影響等其他邏輯一樣，都同樣發揮着對整個社會

系統的影響。對「媒介邏輯」的理解又可具體化為「一般性邏輯」和「特

殊邏輯」。所謂「一般性邏輯」指的是媒介在特定社區發揮出的作用，如

傳媒承載的信息傳遞、文化傳承、娛樂訴求等一般性影響。「特殊邏

輯」指向的是媒介在特定時空中的獨特呈現以及不同文化系統中的人們

是如何創造性地理解和使用傳媒的問題。如手機在一些少數民族社區

中成為禮物交換的重要載體，電視在某些社區成為權威的象徵，現代

傳媒如何成為少數民族村民們展現和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手段等。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特殊邏輯」提醒我們在以少數民族社區做傳播

研究的對象時，鄉村自有的生活秩序和文化精神也使得我們對傳播要

有重新的理解。如果將傳播看作一個意義共享的過程和象徵互動的系

統的話，傳播之於這些鄉村來說，也早已是「古已有之」和已然存在的

現實。尤其是當人類學進入傳播研究後，較為關注這樣一些問題：少

數民族社區中傳統傳播方式和手段的運用、社區中社會關係網絡的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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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媒介和使用者日常生活之間的權力結構，如不同的人是如何使用

媒介的；這些媒介又是如何植根於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之

中；傳媒使用者如何在媒介的使用過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等問題。這

些研究視角都為傳媒和日常生活的互動及關聯提供了富有價值的分析

成果。而無論傳播學的觀察，還是人類學的視野，隨着對媒介介入社

會及日常生活分析的不斷深入，在研究上的一個共同點就是越來越多

地關注傳媒使用的具體語境，即媒介使用者所處的社會結構、文化背

景等。事實上，傳媒被賦予的多重意義以及人們對傳媒的使用方式、

使用目的、使用後的影響等差異，並不僅僅取決於媒介的獨有特性和

使用者的主體性，而且還取決於媒體使用的社會結構、文化差異等具

體的語境。「我們想要細緻研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利用媒體，更需

要了解利用媒體時的不同語境的複雜性及其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

社，2000：246）。正如人類學家指出的：任何媒體都不可能在真空中

被使用，而是在劇院、客廳、茶坊、地鐵中消費的，不同的地點通過

不同使用者的消費經驗的反作用會影響着媒體的含義（中國社會科學雜

誌社，2000：246）。這裏的不同「地點」或許可以等同於「語境」。這種

對「語境」的關注，大致可以等同於「媒介邏輯」的強調，它突出的不僅

僅是媒介使用者的時空差異，更是媒介使用者所處的不同的社會環

境、經濟狀況、文化差異以及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媒介使用者所存在

和形成的某些「關係」。

從「媒介在場」到「媒介邏輯」，形成了媒介化社會背景中研究民族

傳播的一種可能性進路，然而，僅僅做到這兩個層面還不足以對傳媒

與少數民族社區、民族文化的關聯做出更為清晰地闡釋。對少數民族

村寨中傳播活動的展現，不應該止步於提供奇異和迥異於主流文化的

那些故事和敘說，理論的分析更應該上升到對這些現象背後的意義、

生成的背景和原因等層面的剖析上。我們可以將這一層面的分析認為

是「媒介意義」。從目前的研究成果和狀況來說，要達到這個層面的分

析較為困難，不少研究也止步於前兩個層面的探究上。因此，從這個

角度講，「媒介意義」的挖掘和深度剖此顯得尤為艱難卻異常重要。

如果結合具體的少數民族社區來看，少數民族村寨和社區有着共

同的一些基本特質，如自然聚居，強調血緣和地緣的群體聯合，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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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它們有着特定的自然、社會和文化邊界，而且社會和經濟體系也

相對自足與整體性。民族傳播研究的視野下去探析少數民族村落社會

文化的轉型和變遷，意味着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下，邊緣性的社會類型

被主導型的社會類型所裹挾、吸納和融合的現象。村寨文化轉型，是

社會一體化在社會文化領域的具體展開和反映，在這個過程中，存在

不同力量的衝突、不同利益的交織和不同地位的差異。媒介化社會中

的少數民族村寨文化轉型研究，其目的正在於揭示這些「關係」和不同

「力量」是如何相互聯繫和發揮作用的，這當成為「媒介意義」探究中的

應有之意。

而從更為廣闊的研究視角和理論意義來看，「媒介意義」的挖掘和

分析價值在於：不論從傳媒與民族文化的關聯展開爬梳，還是從具體

的少數民族社區落脚分析，可以肯定的就是：傳播網絡和現代傳媒是

少數民族社會文化形成與轉型變遷的重要因素和影響力量。尤其是在

今天傳媒影響日益廣泛的媒介化社會中，大眾傳媒作為一種強勢傳播

的力量，更將少數民族村落席捲進入其中。大眾傳媒或者在一定程度

上消解着少數民族村寨文化，或者影響着少數民族村寨文化的走向，

甚或創造和建構新的少數民族村寨文化。因此，將少數民族村落的研

究置於媒介化社會這一背景下，會對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一種較為新穎

的觀察視角，同時，也可以為少數民族村寨文化轉型及建構提供一條

極有現實價值的分析路徑。

註釋

1 數據來源於《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

tjsj/ndsj/2012/indexch.htm。
2 數據來源於《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

tjsj/ndsj/2012/indexch.htm。
3 數據來源於CNNIC第30次統計數據，http://tech.163.com/special/cnnic30/。
4 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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